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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下我国生育健康的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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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低生育率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考虑的人口基本特征。生育健康并非孤立存在，

而受到人们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低生育率下人们婚育观念和行为已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必

将引发生育健康领域的新问题。本研究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年轻一代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特征，并分

析这些特征带来的生育健康领域的一系列新挑战，突出表现在，已婚和未婚人群避孕服务需求更为多

元和迫切，人工流产形势更加严峻；剖宫产率上升，分娩镇痛需求更为强烈；出生缺陷防治难度增加，

产后抑郁风险增加；不孕不育率不断上升，辅助生殖需求不断扩容。鉴于这些新挑战，本文针对当前

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生育健康的卫生政策制定、卫生服务和医学技术发展提出了宏观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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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fertility rate has become a basic demographic factor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productive health does not exist in
isolation, but is influenced by people's concepts and behavior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Under
the low fertility rate, people's concepts and behavior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new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reproductive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concepts and behavior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analyzed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 of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prominent features are that married and unmarried people have more diversified and
urgent needs for contraceptive services, and the situation of induced abortion is more severe. The
rate of cesarean section increased, and the need for analgesia in childbirth became more intense;
increased difficulty in preventing birth defects and increased risk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the
infertility rate is rising, and the need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is increasing. In view of these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d macro ideas for health policy formulation, health service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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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人民健康福祉，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首次上

升为国家战略，生殖健康成为实现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内

容。2022年 8月《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

组撰写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文章，明确指出，

“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

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

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1］。作为主管卫生人口工

作的政府部门首次正式宣告，低生育率将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考虑的人口基本特征。新时期低生育率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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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婚育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

将带来生育健康领域的一系列新挑战。本研究从人口学视

角分析低生育率下我国育龄人群婚育观念和行为的新变

化，提出低生育率社会生育健康面临的新挑战，为生育健康

领域政策制定、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发展提供宏观思路。

一、低生育率下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持

续波动下降，近年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也未能挽回生育率

走低态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显

示，2020年总和生育率已低至 1.3［2］，预示着我国已进入国

际上认定的极低生育率社会。生育率低迷与年轻一代结婚

生育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密切相关，与过去相比，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

1.性发育年龄提前，初婚年龄推迟：全国性的调查表

明，男性初遗、女性初潮的平均年龄分别从1989年的14.43岁、

13.38岁提前到 2018年的 13.03岁、12.21岁［3］，男性提前了

1.4岁，女性提前了 1.17岁。而 199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

均初婚年龄分别为 23.57岁和22.02岁，2020年推迟至29.38岁
和27.96岁，男性推迟了5.81岁，女性推迟了5.94岁。从1990年
到 2020年的 30年间，男性的性发育年龄与初婚年龄的间隔

年限从 9.14年延长至 16.35年，而女性的从 8.64年延长至

15.75年，分别延长了 7.21年和 7.11年（图 1）。这一间隔拉

长意味着性风险期的延长。

2.婚前性行为接受度上升，但未婚生子接受度不高：传

统婚育模式“恋爱-结婚-性行为（怀孕）-生育”的婚育秩序已

被打破，性行为不再以结婚为前提，而“恋爱-性行为（未婚

怀孕）-结婚-生育”这一秩序链条已逐渐被认可。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我国婚前性行为发生的比例低于 5%。自

1990年开始，这一比例不断攀升，1990年至 1999年初婚男

性的婚前性行为发生比例为9.45%，到2010年至 2014年，这

一比例已达到 35.73%，增长了近 4倍。初婚女性有过婚前

性行为经历占比由1990年至1999年的10.41%提升至2010年
至 2014年的 35.96%，翻了三番［5］。而年轻一代对于婚前性

行为的接受程度更高，但对未婚生子、奉子成婚的接受程度

较低。根据“七普”数据测算，我国 20~29岁青年中具备或

正在接受的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占 45.6%，约 7 600万
人。高等教育群体往往是观念思潮的引领者，从这部分人

群可以前瞻性观察到这一观念的变化。2019年至 2020年
的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显示，64.58%的大学生表

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但普遍对未婚生子仍难以接受，具

体表现为意外妊娠后，90%以上的大学生都选择了人工流

产［6］。2022年初在全国开展的《大学生恋爱、结婚和生育观

念调查》（以下简称“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显示，只有 9.31%
的大学生可以接受奉子成婚（待发表）。这说明一方面我国

适龄婚育人群接受未婚同居和性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认可

因为妊娠就要走向结婚的结局。

未婚生育在欧洲国家受到文化和法律政策的认可，成

为保持相对较高生育率的重要补充。2010年在欧盟 27国
出生的婴儿当中，非婚生育高达 37.4%，冰岛的未婚生育比

例甚至超过 60%，多数国家都在 50%左右［7］。而当前我国

对未婚生育的文化和法律政策包容度较弱，未婚人群又不

愿奉子成婚，未婚人工流产成为未婚妊娠最多的选择。

3.结婚和生育都不再是人生必选项，生育与结婚出现

脱钩：在我国传统婚育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

和生育是人生无须思索的必然经历，两者间存在着密切关

联，婚姻是生育的前提，结婚之后会选择尽快生育。所以早

期计划生育政策倡导“晚婚”，实际上是通过推迟结婚进而

达成推迟生育的目的。可以看到，20世纪 80、90年代，我国

育龄妇女从初婚到初育的间隔时间较为集中，近七成是结

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是在婚后两年半以内生育［8］。

如今这种“生育”与“婚姻”的捆绑关系受到了冲击。一方面

表现为，即使结婚了也不一定马上生育，甚至不一定生育。

在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城市地区，观察到更多类似的新现

象。2019 年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有关监测数据

显示，双方均为初婚的夫妻结婚 5年后，仍有近三分之一的

夫妇没有生育孩子［9］。另一方面表现为更年轻的一代认为

生育不一定非要以结婚为前提，“00后”等年轻一代甚至不

再把结婚和生育视为人生必经事件。2022年大学生婚育观

调查结果表明近四成大学生并不认可结婚与生育有必然关

图1 1989年至2018年青少年性发育年龄和1990年至2020年初婚年龄变化趋势对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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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中有 16.02%的人提出“即便不结婚，仍希望生育自己

的孩子”；近 70%认为“人生并不一定要结婚，应顺其自然”，

只有约20%认为“无论如何要结次婚”。

4.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低迷：随着年轻群体的受教

育年限延长，视自身事业发展为生育的重要前提，初育推迟

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女性初育年龄从 1990年的 23.4岁推

迟到 2020年的 30.04岁［10］（2020年数据由笔者根据“七普”

数据得出），推迟了 6.64年，这使得高龄生育的妇女不断增

多。年轻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持续低迷。我国的期望子女数

不仅低于国家人口战略发展提出的 1.8个的适度生育水平，

更远低于 2.1个的世代更替水平。2017年，我国育龄女性的

期望子女数为 1.76个，“90后”女性的意愿子女数更低，为

1.70个［11］。而相关研究表明，低生育率社会的实际生育数

量往往要比生育意愿更低［12］。

5.一孩生育率下降，二孩生育率上升：近年来，一孩总

和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以前一孩总和生育率基本

围绕1.0上下波动，2010年以后生育水平快速下降。2020年七

普数据显示，一孩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为 0.596，直逼 30年来

的最低水平。二孩总和生育率波动式上升。二孩总和生育

率从 1995年的 0.3~0.4提升到 2017年的 0.806和 2018年的

0.726，超过一孩总和生育率[2]。这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调

整的效果，这两年生育以二孩为主。2020年二孩生育率回

落为 0.56，与一孩生育率相当。这说明，随着全面二孩政策

效应释放完毕，我国生育以二孩为主已经结束，一孩和二孩

生育率均走低。

6.年轻女性群体对生育风险感知更明显，更加关注自

身生育体验：过去 20年，我国 20~29岁年轻女性具有高等教

育比例从 2000年 6.86%上升到 2020年的 49.67%（根据七普

数据得出），增长了 7倍多。年轻女性更在乎婚育带来的自

我情感价值和自我感受，在生育健康中对风险的敏感程度

升高。一是女性对分娩产生恐惧。这是成为很多未婚年轻

女性拒绝生育首要原因。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显示，在不考

虑生育的女大学生群体中，有 80%将分娩阵痛视为自己不

想生育的首要原因，对生育望而却步。二是对产后恢复缺

乏信心。有部分产妇强烈要求剖宫产，主要是担心产后阴

道松弛会影响产后性生活［13］。

7.女性避孕模式发生变化：我国综合避孕率在全世界

都处于较高水平，但避孕模式已经发生较大变化。虽然宫

内节育方式在我国避孕模式中仍处于主导地位（50%~
55%）［14］，但长效避孕措施使用率从 2010年的 80%降至

2018年的 63.6%［15］，以避孕套为主的短效避孕方式占比由

2010年的不足 10%上升到 2018年的近 20%［16］。这一趋势

反映了女性对避孕方式选择的自主性更强，但短效避孕方

式的使用对服务的可及性、坚持和正确使用的依从性有更

高的要求，意味着意外妊娠风险增加。

总之，低生育率下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更复杂

多元，年轻育龄群体性风险期不断拉长，恋爱、结婚、性行为

和生育的传统秩序已被打破，结婚和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

选题，生育时间在不断推迟，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同时，女性

意识崛起，更加关注自身生育体验。

二、低生育率下生育健康的新挑战

婚育观念和行为的一系列变化，将给未来生育健康带

来新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已婚和未婚人群的避孕服务需求增加，人工流产形

势严峻：女性育龄期约为 37年（按照 13~49岁计算），婚前和

婚后避孕周期几乎等长（分别为 16~18.5年）［17］，近年来人工

流产数居高不下反映了已婚和未婚人群对避孕服务需求的

迫切性。2014年以来，我国人工流产数始终高于 960万，

2019年达 976.2万，几乎与出生人口数相当。其中，未婚占

比高达 49.7%，且重复流产占比约为 55.9%［18］，调查显示，未

婚女性有过 2次及以上人工流产的占比在 25%~50%之

间［19］。随着人口和卫生机构改革，原来提供计划生育服务

的专业技术队伍合并到卫生服务机构，严重削弱了计划生

育服务供给能力，难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避孕服务需求。

2.剖宫产率上升，分娩镇痛需求更为强烈：剖宫产率上

升与近年高龄孕产妇比例上升有密切关系［20］。30年间我国

剖宫产率提升近 2倍，从 20世纪 90年代的约 20%上升到

2018年的 36.7%［21］，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10%~15%
理想水平。有研究显示，高龄初产妇和经产妇的剖宫产率

（48.1% 和 56.3%）远高于年轻初产妇和经产妇（均为

27%）［22］。除此之外，分娩疼痛是非医学剖宫产的重要原

因。有研究显示，在选择分娩镇痛的孕产妇中，95.68%的

原因是为了能减轻分娩疼痛，其次就是减轻分娩的恐惧

（58.86%）［23］。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恐惧分娩疼痛会降低

自然分娩的占比，从而增加非医学剖宫产和分娩镇痛的

比例。

与分娩镇痛的需求空前增长相比，目前分娩镇痛服务

供给显得极为不足。随着 2018年国家卫健委下发《关于开

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开放 913家试点医院，我国分

娩镇痛普及率从 2018年的不足 10%提高至 2020年的约

30%，试点医院分娩镇痛比例从 2017年的 27.5%上升到

2020年底的 53.2%。然而离发达国家 80%的分娩镇痛率仍

有较大差距。由于分娩镇痛服务对产科和麻醉科诊疗能力

要求更高，目前只有大城市三级医院开展比较普遍。麻醉

医师和助产士人员短缺、收费标准不明确等因素阻碍了分

娩镇痛的进一步推广。我国专业助产士的缺口至少有

20万人［24］，且助产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麻醉医生数量缺口

大，2030年增加到 14万人，才能实现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

接近 1人的目标［25］。医保规定中剖宫产报销比例大于自然

分娩，故而部分产妇会因为医疗报销问题而选择剖宫产。

2022年，江西省、浙江省、上海市等省市先行，才将镇痛分娩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此外，产妇及家属对镇痛分娩认识不

到位也影响了其对该技术的选择。1/3的产妇担心镇痛分

娩对胎儿和自身产生不良影响，仅有不到 50%的产妇愿意

选择镇痛分娩［26］。镇痛分娩还需要更多科普宣传。

3.出生缺陷防治要求加大，产后抑郁风险增强：全国出生

缺陷发生率约为5.6%，与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

近（中等收入国家5.57%，高等收入国家4.72%）［27］，且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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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高龄孕产妇比例上升提高了

新生儿出生缺陷的概率。当孕产妇年龄≥35岁时，出生缺陷

检出率达30%，检出风险比20~34岁孕产妇高1.3~2.1倍［28］。

产后抑郁的发病总检出率为 15%［29］，与西方发达国家

10%~15%的发病率基本一致［30］。生育政策调整引起的二

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增加，也意味着经产妇数量增加。有研

究证实，经产妇抑郁发生率（22.8%）显著高于初产妇

（17.6%）［31］。由于再生育年龄偏大以及照顾一孩或二孩花

费精力，75%的经产妇孕期易出现疲劳和睡眠质量降低，更

易引发抑郁情绪［32］。而初产妇由于不能较快适应家庭结构

的变化和母亲角色的转变，恐惧分娩体验、育儿知识不足等

都会引发情绪波动，增加抑郁风险（存在产后情绪困扰的初

产妇，抑郁发生风险增加 4倍）［33］。目前产后访视服务主要

关注产妇身体恢复，对产妇心理和关注非常少（40.1%），对

预防产后抑郁症防治建议更少（9.9%）［34］，产后访视护理服

务模式还需继续探索。

4.不孕不育率上升，辅助生殖需求扩容：近年来，我国

不孕不育率高达 15%左右［35］，甚至已达 18%。排除环境因

素的变化，生育推迟和人工流产增加是导致不孕不育率上

升明显的主要因素。生育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有研究

显示，35岁女性生殖力仅为 25岁时的 50%，到 40岁下降至

35岁时的 50%［36-37］，男性精液质量也呈现同样趋势［38］。此

外，高龄不孕患者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妊娠结局更差，妊娠

并发症和合并症发生风险亦会增加。人工流产作为避孕失

败的补救方法，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伤害，不同程度地威

胁着女性的生育力。

辅助生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

全国辅助生殖机构从2011年的178家发展到2020年的536家，

但数据显示，现有全部辅助生殖机构每年仅可以完成 70万
例，年均完成 5 000例试管婴儿的辅助生殖机构仅约 20家，

相对于庞大的生殖需求而言，服务能力仍显得杯水车薪［39］。

同时，辅助生殖机构地域发展不均衡，服务水平良莠不齐。

东部地区辅助生殖机构占全国机构总数的一半以上，中部

和西部地区辅助生殖机构供给量明显不足。为提高成功

率，中西部患者倾向前往经济发达地区或者省会城市接受

治疗，加剧了区域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同时，单身女性对冻卵技术诉求增多。若利用冻卵技

术，我国每年需要 8万个卵母细胞捐赠周期，而目前每年仅

约 800个捐卵周期正在实施［40］，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伴

随婚育观念中生育与婚姻关系的断裂，一些大龄，特别是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单身女性，将冻存卵母细胞作为保护生育

力、实现生育权利的路径。而冻卵并非简单的医学技术问

题，涉及到法律、伦理等多方面，我国目前冻卵技术尚不成

熟，不能保证较高的妊娠率（江苏省 33.3%［41］），大众对冻卵

实施和医学风险的了解并不充分。亟待开展相关知识科

普，以及提升冻卵技术的成功率。

三、生育健康的未来及展望

尽管人口学界预测均表明未来较长时期我国育龄妇女

和出生人口数量都进入下降通道，然而低生育率下我国婚

育观念和行为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与过去高生育

率社会相比完全不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缺乏足

够应对准备。这些截然不同的变化引发一系列生殖与避孕

方面的新挑战，也亟待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本研究基于

这些挑战，为我国生育健康相关的卫生政策制定、卫生服务

和医学技术发展提出未来的重点方向。

1.重视未婚与已婚人群避孕需求的多样性与迫切性，

多途径降低人工流产和意外妊娠的发生：围绕青少年性与

生殖健康问题做好科普宣传，积极鼓励并要求多形式、多途

径和多部门联动开展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科普工作，增加

青少年特别是女性对妊娠相关风险感知能力，提高未婚人

群避孕意识。改善未婚人群获取避孕药具、接受人工流产

和其他生殖健康问题咨询、诊疗的隐私保护和可及性。做

好人工流产后避孕服务，规范产后避孕服务，提高免费避孕

药具发放服务可及性，推进产后避孕方式的知情选择，满足

已婚女性的不同避孕需求。加强长效可逆避孕方法使用人

群的推广应用，针对使用率低下的高效可逆避孕方法，如皮

下埋植剂和短效口服避孕药，加强可接受性与推广研究，提

高其在适用人群中的使用率。

2.提高女性生育体验，推广镇痛分娩服务：从服务流

程、服务态度和沟通技巧等环节改进女性备孕、怀孕、孕检、

分娩和产后恢复的医疗卫生服务，做好镇痛分娩服务试点

推广工作，对镇痛分娩的助产士和麻醉师人才培养、医疗服

务收费、医保报销政策等方面应当给予政策倾斜。加强对

孕产妇及其家属的无痛分娩宣传，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消

除各个环节可能产生的恐慌情绪，降低剖宫产率，为女性生

育提供优质便捷、舒适安全、保护隐私的服务。广泛开展硬

膜外间歇脉冲注入技术的临床研究，弥补目前临床上广泛

使用的持续硬膜外技术的不足，减少麻醉药使用总量，增强

镇痛效果，减少分娩镇痛的不良反应[42]。
3.综合防治出生缺陷，高度重视产后抑郁防治：推广“一

站式”婚育服务中心，提供婚检、孕检、出生缺陷筛查等服务

与婚姻登记联合办理。提倡适龄婚育、宣传过早过晚生育

可能带来遗传优生和不孕不育风险。完善对高龄孕产妇危

险度的评估标准，实行全孕期管理和规范诊治。逐步扩大

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围，推广运用串联质谱方法开展多

种遗传代谢病筛查，促进早筛早诊早治。产后上门访视和

产后 42 d健康检查服务纳入对产妇心理抑郁的防治，尽早

进行干预。利用新兴科技提高出生缺陷检测效率，应用基

因检测与基因治疗技术，对遗传因素导致的胎儿发育异常

及时进行临床检测与干预。建立精准安全的无创基因检测

技术，将无创检测技术应用于妊娠早期和妊娠中期筛查。

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应用

于母婴疾病防治，AI和影像学诊断结合，通过先进算法整合

胎儿面部特征和基因组信息，对单基因病实现产前诊断的

个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4.完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加快辅助生殖技术开

发：制定新一周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设置规划，根据不孕不

育需求数量，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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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批和校验，做好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医疗广告发布前审查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发放。探索建立辅助生孩子专项资金制度或部分费用逐步

纳入医保范围。逐步放宽对未婚冻卵的限制条件，试点探

索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加快冻卵技术的研发提高妊娠成

功率。完善对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的研究，提高不同类型患者辅助生殖的

妊娠率。聚焦于无创 PGT方法的开发，淘汰存在遗传异常

的胚胎，实现无创的植入前检测，为只有嵌合性胚胎可用的

患者提供新的生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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